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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关于影响人们公平感的因素的解释，基于自利理论的“结构决定论”强调，人们的分配公平感是由其客观

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认为现存的分配状况是公平的；而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局

部比较论”则强调，人们在局部范围内与他人或自己过去的状况的比较影响着人们的分配公平感。由这两种理论论辩

出发，本文提出了两组相互竞争的研究假设，并用“200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资料予以检验。结果表

明，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主要是由相对比较因素决定的，无论是与自己过去的状况相比，还是与周围的其他人

的状况相比，局部比较论假设都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本研究基本上否定了“结构决定论”的观点，对于中国城市居民

来说，并非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就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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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囚徒……人们通过选择社会比较标准而创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Tyler et 

al., 1997)。 

 

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抽样调查显示，1990-1997 年，城镇居民中 20%最高收入

户和 20%最低收入户的差距由 4.2 倍扩大到了 17.5 倍（许欣欣，1999）；1996-2002 年分省的城镇居民收入

基尼系数表明，经济发展并未带来收入差距的下降，收入差距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内还在持续上升（王小鲁、

樊纲，2005）；对 1981-2005 年的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进行分解的结果同样表明，自 1981 年以来，中国城镇

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持续上升（程永宏，2007）。 

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给迅速增长的经济带来了一丝隐忧，人们担心上升的不平等会成为社会不安

的隐患。然而，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城市总体而言运行是平稳的，换句话说，中国民众特别是底层民

众对不平等的宽容程度超出了流行观点的预期。 

为什么收入不平等的现实和人们对它的感知之间存在着这么大的差异呢？怀默霆（Whyte, 2009）的经

验研究给我们提供了部分答案。他的研究指向了中国民众对宏观社会不平等的态度，研究结果表明，客观

阶层地位的高低与人们对宏观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并不一致，部分阶层地位较低的人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反

而比较温和。 

但是，如果客观阶层地位不是一个成功的解释变量，那应该如何来解释人们对宏观社会不平等的态度

差异呢？怀默霆没有给出答案。其次，怀默霆的研究关注了人们对宏观层面社会不平等的态度（例如，对

全国范围、工作单位和社区内部收入差距的看法，参见怀默霆 2009），却没有检验个人对自身收入分配状

况的评价。我们知道，对于问卷调查的受访者来说，询问“你的收入所得是否公平”和询问“整个社会的收入

分配是否公平”，前一个问题与受访者的利益相关性更强。在解释人们对自身收入公平状况的感受时，客

观阶层地位的高低会不会是一个“成功”的解释变量呢，怀默霆的研究同样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 

本文试图在怀默霆（2009）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城市居民微观公平感的形成机制。分配公

平感（percep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可以界定为人们对社会资源分配状况的主观判断、评价和态度（Jasso 

& Wegener，1997）。它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基于社会不平等的宏观分配公平感和基于个体收入分配的微观

公平感（Wegner，1991）。 
                                                        
①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研究”（项目编号：06BSH049）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当前中国的社

会分层与社会公平”的资助。本文初稿曾在上海市社会学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分论坛上宣读过，作者感谢与会学者张文宏、

李煜、桂勇对本文进行的提问和点评。同时，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 Irvine）社会学系教授王丰也给予了作者写作上的启迪和帮助，在此一并致

谢，但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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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分配公平感是如何形成的呢，在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着“结构决定论”和“局部比较论”两种不同

的分析思路。 

“结构决定论”的解释实际上是自利理论（self-interest theory）在群体层次上的运用，强调个人的社会

经济地位对分配公平感的决定作用。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出于理性上自

利动机的考虑，越会感受到当前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状态，越认为当前的资源分配是不公平的。相反，那些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认同当前的分配状况，越认为当前资源的分配是公平的（Robinson & Bell，1978；

Alves & Rossi，1978；Form & Hanson，1985；Elmer & Dickinson，1985；Shepelak & Alwin，1986；Ng and 

Allen，2005）。 

“局部比较论”（local comparison）则是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ed theory）在分配公平领域的拓

展。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分配公平感是一种个人经历，主要基于局部比较而产生（Homans，1961，

1976；Adams，1965；Anderson et al.，1966；Zelditch et al.，1966，1970；Berger et al.，1972）。在这里，

重要的不是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是比较参照点的选择（Jasso，1980；Wegener，1991；Kluegel，

1988；Kreidl，2000；刘欣，2002；Wang Feng，2008）。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个人过去的经历

以及当前局部的环境，都会对分配公平感产生影响（Festinger，1954；Brickman et al.，1978；Martin ，1981；

Frank ，1985；Taylor & Lobel，1989；Wood，1989；Wills，1991；de Dreu et al.， 1994；Tyler et al.，1997）。 

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到底是外在的、客观的社会结构还是人们在局部范围内进行的比较，或是这

两种因素共同决定了人们的微观分配公平感。 

本文首先对上述两种解释分配公平感的理论进行梳理，然后从每一种理论出发演绎出各自的假设，并

使用“200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5）①的资料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进而归纳出影响中国城市

居民分配公平感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我们对分配公平感形成的新解释。 

 

 

一、结构地位与分配公平感 
 

分配公平感的“结构决定论”以自利理论为基础。自利理论认为，人们是物质主义导向的（materialistic），

通常会以自我为中心，以期望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来做出选择（Sears & Funk，1991）。个人的分配公平感受

取决于她（他）从这一分配行为中所获得利益的多少（Ng and Allen 2005）。如果个人从当前的分配状态中

是获益的，那么他（她）就倾向于认为当前的分配状况是公平的，反之反是。 

在群体层次上，自利动机可以通过人们所属阶层地位的高低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受。个人所属的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偏向于选择基于个人贡献和个人投入的分配原则，越同意当前的分配状况；相反，

个人所属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越认为当前的分配状况是不公平的，越同意把财富从富人那里向穷人转移

（Alves & Rossi，1978；Shepelak & Alwin，1986；Robinson & Bell，1978；Form & Hanson，1985）。埃尔

默和迪克森（Elmer & Dickinson ，1985）观察到，在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并

未感受到太多的收入不平等。相反，他们有时还把收入的不平等状态描述为公平的收入分配。伍锡洪和艾

伦（Sik Hung Ng & Allen，2005）检验了自利理论对个人分配感受的影响。他们把自利动机操作化为个人

的实际收入，发现收入越高的受访者，其收入分配的公平感受越强。自利动机大约解释了三分之一的公平

感受变化。 

我们如果把人们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从三个维度进行操作化：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基于个人的公权力

和市场能力所划分的城市阶层地位（刘欣，2007），②以及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这三个维度分别涵盖了人

                                                        
① 该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合作主持的全国城乡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有关信息可以登录以下网站查询：

http://www.cssod.org/。笔者感谢上述机构提供的数据协助，当然，文中所有数据分析之责任都由笔者自行负责。 
② 马磊、孙明（2008：30）对传统上界定中产阶层的方法进行了回顾，作者指出，“仅仅以收入或财富指标来划分中产阶层，虽然度量方便，但可能

充满了主观性、随意性，不利于学科知识的积累和进步”。基于中国具体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背景，刘欣（2010）以公权力和市场能力作为阶层

分化的动力基础，提出了一个六阶层的界定方案，并得到了经验资料的支持，因此，区别于以往直接以收入、职业、单位性质等维度来界定阶层

的思路，我们这里采纳了刘欣（2010）的城市阶层划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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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不同方面，彼此之间并不能完全替代①；那么，基于以上对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

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 1a：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 

假设 1b：人们的阶层地位越高，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 

假设 1c：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 

 

 

二、局部比较和分配公平感 
 

“结构决定论”的观点与一些经验研究的发现并不相符。例如，奥福斯和罗西（Alves and Rossi 1978）

使用第三方数据②检验了美国家庭收入分配公平判断的总体状况。结果发现，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收入与公平判断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并非收入水平越高的人越认为当前收入分配是公平的。同样，怀

默霆（2009）利用 2004 年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民众的宏观分配公平感，得到了与奥福斯

和罗西（1978）相似的结论。他的研究发现，相比传统上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体，城市居民更倾向于认

为社会是不平等的。 

为什么那些客观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体反而在主观上感到自己的境况变差了呢？事实上，这一问题可

以用相对剥夺理论（Stouffer et al.，1949）来回答。相对剥夺理论指出，个体在评价自身的境遇时，相关

参照群体的影响超过了个体实际地位的影响，由此导致那些实际地位优越的人也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特

别是当人们与社会环境中的其他成员进行相比较时，其占有的经济、权力、文化等资源沦入相对剥夺的地

位，则无论其客观分层地位是高还是低，都将倾向于做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在这里，影响个人分配公平

感受的不是具体的结构性地位，而是个人基于自己的生活环境所进行的局部比较（Kluegel，1988；Kreidl，

2000；刘欣，2002；Wang Feng，2008）。 

以相对剥夺理论为基础，“局部比较理论”明确指出，个人分配公平感是通过参照比较而产生的，参照

比较的范围不是整体的而是局部的，局部的信息既可能源于人们对过去生活的体验与感受（Brickman et al.，

1978；Wegener，1991；怀默霆，2009），也可能基于人们对自己周围人状况的评价与感知（Festinger，1954；

Martin，1981；Frank，1985；Taylor & Lobel,1989；Wills,1991；Wood,1989；de Dreu et al.,1994；怀默霆,2009）。

如果相比过去的生活体验与感受，或是与周围其他人相比，人们认为目前的状况改善了，那么人们会对目

前的状况给予一个更积极的评价，更认同当前的状态，具体到微观的分配公平领域来说，人们会更加认同

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 

基于“局部比较论”，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与自己的过去相比，人们对自身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评价越高，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

平的。 

假设 2b：与周围的其他人相比，人们对自身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评价越高，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

是公平的。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和变量 

本文的数据来自“200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5），该调查采用了多阶段分层次的概率比例

抽样方案，样本容量为N=10372。在数据清理之前，我们首先采用数据库中提供的“全国人权重（05 结构

                                                        
① 事实上，附表 2 中三个维度的皮尔逊（Pearson）零阶相关系数也表明了这一点，虽然三者之间在统计上显著相关，但对于不同维度的变量两两之

间来说，其最大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不超过 0.34，这说明我们所采纳的城市阶层地位划分方法并非只是简单地反映了人们在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方面

的差异。 
② 所谓第三方数据，指的是由访问员出示一系列有关个人特征与态度的卡片，然后由受访者对这些卡片进行组合，进而汇总成一个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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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对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进行了加权调整。①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所以我们

首先根据数据库中的“城市/农村”变量剔除了农村的受访者。 

因变量及其操作化：CGSS2005 居民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考虑到您的能力和工作状况，您认为您

目前的收入是否合理呢？”备选项为：“1-非常合理，2-合理，3-不合理，4-非常不合理，5-不适用”。这道

问题虽然没有涉及“公平”的字眼，但在中文的语境中，基本上可以认为“收入是否合理”与“收入是否公平”

是可以互换的，我们认为这道题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人们对自己的收入所得进行的主观评价。在所有

加权后的城市户口样本中（N=3816），认为“非常合理”的仅占 1.8%，“非常不合理”的占 8.8%，大部分的人

都是认为“合理”（41%）或“不合理”（48.4%），考虑到两种极端态度的受访者所占的比例比较小，我们把

认为“非常合理”和“合理”的归为一类，即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重新编码为“0”；把认为“非常不合

理”和“不合理”归为一类，即认为自己收入所得是“不公平”的，重新编码为“1”。 

核心自变量及其操作化： 

1. 社会经济地位。 

如前文所述，我们把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操作化为三个维度，分别对应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客观阶层

地位和实际收入水平，理由在此不再赘述。受教育程度剔除“自修”和“其他”两类，以“没有受过正式教育”

为参照，对“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分别进行 0-1 虚拟变

量编码。客观阶层地位以刘欣（2010）提出的中国城市阶层划分框架为基础（包括社会上层、中产上层、

中产下层、技术工人或小职员、小业主和自雇劳动者、非技术工人等六类），选取“非技术工人”为参照，

其它五类分别进行了 0-1 虚拟变量编码。个人的实际收入是指月收入水平（单位：元），包括工资、各种奖

金、补贴、分红、股息、保险、经营性纯收入、银行利息、馈赠等所有收入在内。遵照文献传统，我们对

个人收入取了自然对数。同时，为了验证个人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感受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我们把收入取

自然对数后的平方项和立方项也放进了模型（Alves & Rossi ，1978）。② 

2. 局部比较变量。 

在CGSS2005 的居民问卷中，有两道题目分别涉及到了人们进行局部比较后的主观评价。一道题目是：

“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另一道题目是：“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

地位是”，③两道题目的备选项相同，均为：“1-较高、2-差不多、3-较低、4-不好说”。在剔除了“不好说”

的样本之后，我们分别对这两类局部比较变量进行了 0-1 哑变量编码，并分别选取“与自己三年前相比社会

经济地位降低”和“与同龄人相比社会经济地位降低”为参照组。 

控制变量及其操作化：遵循以往的研究传统，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及其所居住城

市的类型。其中，性别实施了 0-1 虚拟变量编码，参照组是女性；城市类型是基于受访者的 ID 和第三级

抽样单位（采访地点）的性质进行的分类，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和集镇五类，分别进行

了 0-1 哑变量编码，并选取集镇作为参照组（Alves & Rossi，1978；刘欣，2007；孙明，2009；怀默霆，

2009）。表 1 给出了所有变量在数据清理后的统计描述。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收入是否公平（1=不公平） 3816 0 1 .57 .50 

性别（男=1） 3816 0 1 .53 .50 

年龄 3816 18 94 44.42 14.89 

直辖市 3816 0 1 .07 .25 

省会城市 3816 0 1 .25 .43 

                                                        
① 抽样及加权方案均可通过数据提供方的网站：：http://www.cssod.org/查询得到。 
② 这里之所以把收入对数的立方项也放入模型，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地拟合收入对数与个人分配公平感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非线性关系不存在，

那么从统计上来说，平方项和立方项系数都是不显著异于 0 的。 
③ 第二道题目并未明确提醒受访者去和周围的人相比，但基于我们对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和同龄人相比，人们最具体而详细的信息仍然来自“周

围的同龄人”，而不是整个国家或整个地区同龄人，这一点在怀默霆（2009）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在他的研究中，周围的人包括亲戚、同学、同

事和邻居。研究发现，人们进行的局部比较显著的影响了人们对宏观社会不平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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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量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地级市 3816 0 1 .30 .46 

县城 3816 0 1 .08 .27 

集镇 3816 0 1 .31 .46 

大专及以上 3816 0 1 .17 .38 

中专技校 3816 0 1 .12 .33 

高中 3816 0 1 .21 .41 

初中 3816 0 1 .32 .47 

小学及以下 3816 0 1 .14 .35 

社会上层 3816 0 1 .01 .10 

中产上层 3816 0 1 .04 .20 

中产下层 3816 0 1 .21 .41 

小业主/个体劳动者 3816 0 1 .072 .26 

技术工人/小职员 3816 0 1 .34 .47 

非技术工人 3816 0 1 .32 .47 

收入的自然对数（元） 3816 3 10.82 6.67 .78 

收入自然对数的平方 3816 8.97 117.07 45.13 10.46 

收入自然对数的立方 3816 26.88 1266.65 309.17 108.98 

与他人比升高 3816 0 1 .06 .24 

与他人比不变 3816 0 1 .57 .50 

与他人比下降 3816 0 1 .36 .48 

与自己比升高 3816 0 1 .35 .48 

与自己比不变 3816 0 1 .43 .50 

与自己比下降 3816 0 1 .22 .42 

 

 

（二）统计模型和分析策略 

我们采用了Logistic回归模型来考察城市居民微观分配公平感的决定。在基准模型里，我们仅放入了控

制变量，目的是要和核心自变量进入模型后所解释掉的因变量方差进行比较。①其次，为了考察社会经济

地位的三个维度是否能够有效解释个人公平感的变异，我们把三个维度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同时放入模

型，目的是为了和加入局部比较变量后的模型做比较，从而检验“局部比较论”是否比“结构决定论”更具解

释力。 

 

 

四、研究发现 
 

表 2 给出了统计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 1 仅把控制变量引入了模型，我们发现，年龄每增加 1 岁，认

为自己收入所得不公平的优势比增加 0.6%。②虽然年龄显著的影响了人们的分配公平感，但就模型的拟合

劣度来说，基准模型仅解释了因变量变异的 0.4%，因此，我们需要引入核心自变量来对模型予以改进。 

 

                                                        

exp( ) 1 exp(0.006) 1 0.006


   

① 计算 Logit 模型拟合程度的思想不是基于普通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而是所谓的拟合劣度（或拟 R2），主要方法是把当前模型的 G2（-2LL）与零

模型（null model，即只包含截距项的模型）的 G2进行比较，得出的 G2改进量通常不具有消减误差比例的性质。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因变量

方差的改进，而不是对因变量方差的消减。 

② 计算公式为： ，下面对其它回归系数进行解释时的计算过程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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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分配公平感的影响 

我们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社会经济地位变量，这构成了模型 2（参见表 2）。在模型 2 中我们发现，

无论是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还是根据人们所拥有的公权力和市场能力而划分的客观阶层地位，对人们的分

配公平感受都没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未受过教育的人和其他教育水平的人在分配公平感受上没有表现

出显著的差别；居于城市社会底层的非技术工人和其他阶层的人在分配公平感受上也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

别。这样，我们就否定了由“结构决定论”所推导出的假设 1a 和假设 1b（Strumpel，1976；Smith，1989；

Miller，1992）。 

再来看实际收入水平对个人微观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在模型 2 中（参见表 2），我们发现，无论是收入

水平的自然对数，还是对数平方项和对数立方项，它们对个人分配公平感的影响都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

（P<0.001）。这说明收入水平对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受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却是非线性的，

并非是收入越高的人越认为自己的分配所得公平。由此，我们也否定了从“结构决定论”所推导出的假设 1c

（Alves & Rossi,1978）。 



表 2                     城市居民分配公平感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个人收入不公平=1） 

自变量 

模型 1 

系数 B        Exp(B) 

模型 2 

系数 B        Exp(B) 

模型 3 

系数 B        Exp(B) 

模型 4 

系数 B        Exp(B) 

控制变量         

性别（男性=1） -.098(.066) .91 .31***(.075) 1.36 -.10(.072) .90 .19*(.078) 1.21 

年龄 .006**(.002) 1.006 -.005(.003) .995 .003(.002) 1.003 -.005(.003) .995 

地区（集镇为参照）         

直辖市 .11(.14) 1.11 .83***(.16) 2.29 -.064(.15) .94 .48**(.17) 1.62 

省会城市 .14(.089) 1.16 .40***(.098) 1.50 -.054(.098) .95 .17(.10) 1.19 

地级市 -.002(.084) .998 .25**(.092) 1.29 -.12(.092) .89 .090(.097) 1.09 

县城/县级市 .17(.13) 1.18 .31*(.14) 1.36 .21(.14) 1.24 .29*(.15) 1.34 

结构决定变量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为 

参照） 

        

大专及以上   -.005(.16) .995   .079(.16) 1.08 

中专技校   .047(.15) 1.05   .065(.16) 1.07 

高中   -.004(.13) .996   .026(.13) 1.03 

初中   -.092 (.12) .91   -.054(.12) .95 

阶层地位 

（非技术工人为 

参照） 

        

社会上层   .34(.37) 1.40   .42(.39) 1.52 

 7 



自变量 

模型 1 

系数 B        Exp(B) 

模型 2 

系数 B        Exp(B) 

模型 3 

系数 B        Exp(B) 

模型 4 

系数 B        Exp(B) 

中产上层   -.069(.20) .93   .093(.21) 1.10  

中产下层   -.20(.11) .82   -.064(.12) .94 

小业主/个体   -.23(.15) .79   -.17(.16) .84 

技术工人/职员   .089(.088) 1.09   .15(.093) 1.16 

收入水平         

收入取对数   11.98***(2.06) 1.60E+05   9.39***(2.10) 1.20E+04 

收入对数平方   -1.91***(.31) .15   -1.47***(.31) .23 

收入对数立方   .09***(.015) 1.10   .069***(.016) 1.07 

局部比较变量         

与他人比较 

（降低为参照） 

        

与他人比升高     -1.9 ***(.17) 7

2

5

5

.14 -1.39***(.18) .25 

与他人比不变     -1.3 ***(.09) .27 -1.06***(.089) .35 

与自己三年前比较 

（降低为参照） 

        

与自己比升高     -1.1 ***(.11) .32 -.96*** (.12) .39 

与自己比不变     -.6 ***(.11) .52 -.50***(.11) .61 

常数项 .004(.12) 1.004 -21.78***(4.57) .00 1.90***(.16) 6.69 -16.22***(4.66) .00 

-2LL 5194.87 4647.15 4540.60 4319.68 

拟 R2 .004   .137   .161   .21 

样本量 3816 3816 3816 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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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模型 1 

系数 B        Exp(B) 

模型 2 

系数 B        Exp(B) 

模型 3 

系数 B        Exp(B) 

模型 4 

系数 B        Exp(B) 

注：1. * P <0.05，** P <0.01，*** P <0.001（双尾检验）；系数 B 是 Logit (P)的回归系数，Exp(B)是优势比(odds ratio)，括号里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standard 

error)。 

2. 拟 R2 是基于 Cox 和 Snell（1989）所开发的 Logit 模型回归拟合劣度算法，其思想是把当前模型与只包含截距项的零模型进行比较，计算 G2（-2LL）

的改进程度。 

3. 样本量为加权后的样本数量，加权之前 N=4540。 

 

结构决定变量的皮尔逊（Pearson）相关矩阵见表 3。 

 

表 3                                 结构决定变量的皮尔逊（Pearson）相关矩阵 

1-大专 

及以上 

2-中专 

技 校 

3-高中 4-初中 5-小学

及以下

6-社会

上 层

7-新中产

上  层 

8-新中产

下  层 

9-小业主及

个体劳动者

10-技术工人

及小职员 

11-非技术

工  人 

12-收入 

取对数 

13-实际 

收入对数

的平方 

14-实际 

收入对数

的立方 

1 1              

2 -.17
**
 1             

 1            

  1           

   1          

3 -.24
**

-.19
**
 

4 -.31
**

-.26
**

-.35
**
 

5 -.21
**

-.17
**

-.24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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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专 

及以上 

2-中专 

技 校 

3-高中 4-初中 5-小学

及以下

6-社会

上 层

7-新中产

上  层 

8-新中产

下  层 

9-小业主及

个体劳动者

10-技术工人

及小职员 

11-非技术

工  人 

12-收入 

取对数 

13-实际 

收入对数

的平方 

14-实际 

收入对数

的立方 

6 .027 -.020 -.001 .007 -.017 1         

7 .20
**
 .026 -.045

**
 -.084

**
 -.066

**
-.021 1        

8 .34
**
   1       

  1      

   1     

    0  1    

     9  6  1   

     8  6  9  1  

     8  6  8  9  1 

.13
**
 -.060

**
 -.21

**
-.14

**
 -.052

**
-.11

**

9 -.096
**
 -.053

**
 -.005 .11

**
 .009 -.028 -.057

**
-.14

**

10 -.11
**
 -.013 .047

**
 .03 .028 -.074

**
-.15

**
-.37

**
-.20

**

11 -.23
**
 -.078

**
 .026 .12

**
.12

**
 -.070

**
-.14

**
-.36

**
-.19

**
-.5

**

12 .33
**

.084
**

.045
**
 -.17

**
-.24

**
.078

**
.13

**
.1

**
 -.002 -.067

**
-.1

**

13 .34
**

.079
**

.045
**
 -.17

**
-.24

**
.088

**
.13

**
.1

**
 .002 -.071

**
-.1

**
.9

**

14 .33
**

.072
**

.045
**
 -.17

**
-.23

**
.099

**
.12

**
.1

**
 .007 -.073

**
-.1

**
.9

**
.9

**

注： * P<0.05，** P<0.01（双尾检验）。 

 



社会学研究 

 11

lo

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人们在各收入区间上分配公平感受的变

化。在收入对数的非线性变化上，模型 2 和作为完整模型的模型 4 表

现出了统一的模式（参见表 2），为了防止遗失变量造成的偏误（omitted 

variable bias），我们这里先选择模型 4 来集中研究收入水平对分配公

平感的非线性变化情况，对于模型 4 中其它变量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

情况，我们稍后再做讨论。在模型 4 中，我们把收入的对数记为

，其它协变量及常数项合记为g( )income M ，因变量则记为分配不

公平比率 p 的 Logit 变换： l 。 ogit( )p

根据模型 4 的结果，我们有： 

3 2logit( ) 0.069[log( )] 1.47[log( )] 9.39log( )p income income  income M 

log( )income l

 （1） 

对（1）式，我们可以求出 对 边际上的变化： ogit( )p

2logit( )
0.207[log( )] 2.94log( ) 9.39

log( )

p
income income

income


  



logit( )p

1[log( )] 4.85income 

2[log( )] 9.35income 

            （2） 

我们知道，当（2）<0 时，表示收入对数给 带来的边际

上的变化是负的，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高的人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是

公平的；同理，当（2）>0 时，收入水平越高的人越认为自己的收入

是不公平的。显然，我们只要求出（2）=0 的两个端点值，即可看出

人们在不同收入对数区间分配公平感的变化。 

令（2）=0，可以解得： 

 

 

表 1 给出了收入对数值的取值范围，其最小值为 3，最大值为

10.82，这说明我们上面求出的两个端点值是处于正常数据范围的。为

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进一步把上述四个收入对数值转换为实际的收入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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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20.09income 
1

127.74income
2

11498.82income 

max 50011.09income 

3 2logit( ) 0.114[log( )] 2.391[log( )] 15.56log( )

 

由此，在我们的数据范围内，当人们的月收入（元）在[20.09，

127.74]时，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不公平的；

当人们的月收入在[127.74，11498.82]时，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越认

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在月收入的最高区间 [11498.82，

50011.09]，人们分配公平感的变化与最低区间相同，收入水平越高，

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不公平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结果中，两端的收入区间在总体收入数据中

所占的比重并不大，[20.09，127.74]和[11498.82，50011.09]合计约占

全部收入数据的 2%。在其他条件一定时（例如，调查数据自身的质

量问题），我们发现，处于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群体的受访者，其判

断收入是否公平所依据的并非是自己的收入所得，也就是说，收入所

得和个人的分配公平感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联。为了证明这种

模式的普遍性，我们假设上面求出的两个收入端点区间中，数据质量

存在偏误，并把上述两个极端的收入区间剔除掉，仅保留中间的收入

区间。如果收入和分配公平感之间的非线性模式是偶然的，那么，当

我们剔除了上述两个收入区间之后，根据结构决定论的观点，收入越

高的受访者应该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也就是说，从回归分析

的结果上看，剔除两个极端收入区间后，收入对数的平方项和立方项

在统计上应该是不显著的。 

假设两端的收入区间[20.09，127.74]和[11498.82，50011.09]存在

随机偏误（比如说谎报、错报、漏报或录入错误等等），属于极端值。

这部分数据在全部收入数据中仅占 2%，最简单的处理方式是删除这

些极端值，然后观察收入和个人分配公平感受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

直接报告模型的回归结果，其它回归系数在此省略。 

删除两端的收入数据并重新对模型 4 进行分析，有： 

p income income income M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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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ncome logit( )p对（1＇）式，求出 lo 对 边际上的变化： 

2logit( )
0.342[log( )] 4.782log( ) 15.56

p
income income


  

1[log( )] 5.15income 

8.83

min 127.74income 
1

172.43income

log( )income

                                                    （2’） 

令（2’）=0，可以解得： 

  

2[log( )]income 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求出四个收入端点值： 

2
6836.29income 

max 11498.82income   

因此，即使假定正文中的收入端点值存在随机偏误而删除的情况

下，我们在剩余的数据中仍然发现，收入和个人分配公平感之间存在

着非线性的变化。收入位于[127.74，172.43]或[6836.29，11498.82]的

受访者，收入水平越高，越认为自己的所得是不公平的。 

但即使假定两端的收入区间因为过高或过低而存在随机偏误，然

后删除这些极端值之后，收入和分配公平感之间的非线性变化模式依

然存在。由此，我们否定了假设 1c，中国城市居民并非收入水平越高，

就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 

另外，在模型 2 中，性别和地区差异对人们的分配公平感也具有

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认为个人收入是不公平的发生概率，男性比

女性多出 1.36-1=0.36 倍，直辖市居民比集镇居民多出 2.29-1=1.29 倍，

省会城市居民比集镇居民多出 1.5-1=0.5 倍，地级市居民比集镇居民多

出 1.29-1=0.29 倍，县城居民比集镇居民多出 1.36-1=0.36 倍。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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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模型 2 中人们所在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越倾向于认为自己

的收入所得是不公平的（参见表 2）。在中国，不同区域引入市场机制

的时机不同、程度不同、速度不同，较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往往能先行

享受到各种政策的优惠和资源的积累，这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主

要原因（郝大海、李路路， 2006）。显然，在这里“结构决定论”也不

能解释高收入城市的居民比低收入城市的居民更倾向于认为个人的

收入所得是不公平的这一研究发现。 

总结上述研究结果，我们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与个人分配

公平感受之间并不存在“结构决定论”观点的支持者所做的预测：人们

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受教育水平

的高低对人们的微观分配公平感并没有显著影响；从基于公权力和市

场能力所划分出的客观阶层地位来看，各阶层的人们在微观分配公平

感上几乎没有差别；收入水平确实对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受有显著的影

响，但这一影响并不符合“结构决定论”的预期，二者之间的变化是非

线性的。 

 

（二）局部比较对个人分配公平感的影响 

为了考察局部比较过程对人们微观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我们在模

型 1 的基础上引入了“局部比较”变量，构成了模型 3。 

首先来看模型 3中受访者与自己过去经历比较的结果（参见表2）。

如果以“与自己三年前比社会经济地位降低”为参照的话，我们发现，

“与自己比升高”和“与自己比不变”类型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

（P<0.001），越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三年前的受访者，越认

为自己当前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具体而言，认为自己收入是不公平

的发生概率， “与自己比升高 ”类型比 “与自己比降低 ”类型少

1-0.32=68%， “与自己比不变 ”类型比 “与自己比降低 ”类型少

1-0.52=48%。与自身纵向比较之后，对目前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

越高，分配公平感就越强烈，相反，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越低，

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烈。这验证了假设 4a，即：与自己的过去相比，

人们对自身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评价越高，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

公平的。 

再来看模型 3 中受访者与他人比较的结果（参见表 2）。如果以“与

周围同龄人比社会经济地位降低”为参照的话，我们发现，“与他人比

升高”和“与他人比降低”类型也都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

越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他人的受访者，越认为自己当前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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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所得是公平的。具体来说，认为自己收入是不公平的发生概率，“与

他人比升高”类型比“与他人比降低”类型少 1-0.14=86%，“与他人比不

变”类型比“与他人比降低”类型少 1-0.27=73%。与他人（特别是同龄

人）比较之后，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越高，分配公平感就越强

烈，否则，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烈。由此，我们也验证了假设 4b：与

周围的其他人相比，人们对自身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评价越高，越认

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 

 根据“局部比较”理论，决定人们分配公平感受的不是客观社会经

济地位的高低，而是比较参照点的选择（Wegener，1991；Kluegel，

1988；Kreidl，2000；刘欣，2002；Wang Feng，2008）。在模型 3 中

我们发现，个人过去的生活经历以及当前的局部环境，确实都对个人

的微观分配公平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进一步地，在模型 3 中我们还

发现，与其他人比较的结果对个人分配公平感受所造成的冲击，要强

于自身以往经历对个人分配公平感所带来的影响，11我们的发现间接

验证了德祝等（de Dreu et al.，1994）的研究所揭示出的模式：当人们

获得收益时，与他人的比较是决定公平的重要参照点。 

对比模型 2 和模型 3，我们发现，模型 3 对因变量方差的改进要

高于模型 2。模型 2 的拟合劣度是 13.7%，而模型 3 的拟合劣度是

16.1%，拟 R2 提高了约 18%。显然，引入局部比较变量提高了对个人

微观分配公平感变异的解释力（参见表 2）。 

在模型 2 的分析中我们曾经指出，那些平均收入水平较高、拥有

更多资源和优惠政策的高行政级别城市居民反而更倾向于认为自己

的收入所得是不公平的，模型 2 的结构决定变量没有给我们提供解释。

但在模型 3 中我们发现，一旦引入局部比较变量之后，城市行政级别

的高低对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就没有显著影响了。这说明局部比较变量

抵消了地区变量的影响，无论人们身处直辖市还是集镇，居民微观分

配公平感的产生都可能是在局部范围内和他人或自己比较的结果。此

外，模型 3 中受访者的性别和年龄对分配公平感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最后，我们把结构决定变量和局部比较变量同时放入模型，这构

成了完整的模型 4。我们发现，模型 2 中结构决定变量所显示出的模

式在模型 4 中仍然保持不变：教育和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分配公平感

的影响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收入水平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是非线

性的。同时，模型 3 中局部比较变量对分配公平感的显著影响也保持

 
11 认为个人收入所得不公平的发生概率，“与他人比升高”、“与他人比不变”类型分别比参照组“与
他人比降低”少 86%和 73%，而“与自己比升高”、“与自己比不变”类型则仅比参照组“与自己比

降低”少 68%和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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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模型 4 中，并且四个局部比较变量仍然都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

（P<0.001）。模型 4 解释了因变量变异的 21%，完整模型支持了我们

对模型 3 的分析结果（参见表 2）。 

 

 

五、总结和讨论 
 

本文利用“200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5）资料对中国

城市居民微观分配公平感的“结构决定论”和“局部比较论”进行了检

验。我们的研究基本上否定了“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而支持了“局部比较

论”的观点，对于中国城市居民来说，并非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就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我们把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操作

化为教育水平、基于公权力和市场能力所划分出的客观阶层地位，以

及实际收入水平等三个维度后发现，受教育水平和客观阶层地位对人

们微观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几乎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实际收入水平对人

们微观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并非收入水平越高的人，越认

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同时我们发现，无论是与自己过去的生

活经历相比，还是与周围的其他人相比，人们对自身当前的社会经济

状况给予的评价越高，就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 

微观分配公平感是对个人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观评价，而宏观分配

公平感则是对社会整体分配状况的评价，从利益相关程度上来说，显

然前者更能够对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相比怀默霆（2009）的研究，

本文更好地回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分配现状

为什么没有带来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我们的回答是，即使考虑了与个

人利益息息相关的微观分配公平状况，人们仍然是通过局部的参照比

较来得出自己的分配公平感受的，因此，社会底层的人不一定认为自

己的收入所得是最不公平的，社会上层的人也不一定认为自己的收入

所得是最公平的，最终的感受取决于个人在进行局部比较时的参照

点。 

我们的研究虽然不能显示出人们究竟是喜欢向上比较还是向下

比较，但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通过人们的选择来显示人们的偏好特征一

样，在本文中，我们是通过人们进行局部比较后的结果来揭示人们参

照比较基点的选择。囿于资料所限，我们难以更加深入地探讨人们进

行局部比较的参照点选择问题。但无论如何，本文已经初步验证了“局

部比较”在决定中国城市居民微观分配公平感受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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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分配公平感研究中，有三点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一，比较

基点的选择问题。局部比较对象的选择到底是一个仅仅和个人性情、

习惯有关的生理性特征，还是受到了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动态

变化的行为模式？第二，分配公平感的一致性问题。本文否定了个人

微观分配公平感的“结构决定论”，这与怀默霆（2009）研究个人宏观

分配公平感受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个人的微观分配公平感

与宏观分配公平感本身是一致的吗？如果不一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人们在判断这两种分配公平状况时出现了差异？局部比较过程在这

种不一致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第三，分配公平感的多样性问题。从

广义上来说，包括财富、权力、地位、声望等在内的诸多资源要素都

存在着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在由各种非收入资源的分配所产生的公

平感中，局部比较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将来通

过新的经验资料进行深入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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